
 

 

政治互信能否促进务实合作：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鲍晓华，卢    波
（上海财经大学 商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国家间的政治互信与两国各领域的合作均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政治互信能否增进

出口国的真实贸易利得、促进价值链生产合作尚未受到足够关注。文章采用 WIOD 2000−2014 年国

家−行业数据，对政治互信如何影响增加值贸易和全球价值链生产合作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

加强政治互信能显著促进国家间的总出口和增加值出口贸易，其中对本国增加值贸易的影响要大

于对外国增加值贸易的影响，说明友好互信的双边关系能有效增加出口国的真实贸易利得。第二，

政治互信对中间品贸易的影响要比对最终品贸易的影响更大，对制造业贸易的影响要比对服务业

贸易的影响更大，展现出提高政治互信推动全球价值链合作的积极作用。第三，政治互信显著提高

了出口国自身的增加值率，说明提升政治互信增加出口国真实贸易利得的主要途径，是支持在出口

产品生产中采用更多的本国增加值投入。上述结论表明，政治互信对当代国际贸易具有重大影响，

加强政治互信能够有效增加出口国的真实贸易利得，促进国家间的 GVC 务实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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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年来，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多次提到“以政治互信推动务实合作”。2015 年 7 月，

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华的新加坡总统陈庆炎强调，中新双方应该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以更强

有力的政治互信为两国务实合作保驾护航。2019 年 11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希腊总统帕夫洛普

洛斯会谈时一致同意，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东西方文

明古国的智慧。2020 年 3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和纳米比亚建交 30 周年之际同纳米比亚总

统根哥布互致贺电，表示愿同根哥布总统一道努力，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国家间的政

治互信水平之所以重要，因为其与两国经贸、文化、能源、科技、军事等领域的合作均有着非常密

切的关系。

已有诸多研究表明，国家双边关系对经贸往来具有重要影响。友好互信的双边关系能够促

进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合作政治互动越多、两国政治距离和立场差异越小，两国间的贸易流量

就越大（Pollins，1989；杨攻研和刘洪钟，2015）。例如，国家领导人访问活动作为提升政治互信水

平的友好行为，对国家间的贸易或投资具有积极影响（闫雪凌和林建浩，2019；范建亭和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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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相反，国家关系恶化也会对贸易产生不利影响。政治摩擦或军事冲突等负面事件对两国

贸易具有阻碍作用（Blomberg 和 Hess，2006；Fuchs 和 Klann，2013；Lin 等，2019），因而世界和平或

许是比双边贸易合约更为重要的贸易促进因素（Blomberg 和 Hess，2006）。

随着以信息通信技术为代表的信息革命所带来的信息和通信成本降低，产品的生产已经由

企业的国内生产转变为全球生产布局（Krugman，1995），即全球价值链（GVC， Global Value Chain）

分工。由价值链形成的生产网络关系促进了各国开展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的合作，所以全球价

值链对各国经济、社会的互动和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然而，一方面，现有研究关注国家关系变

化对贸易总额的影响，尚未考虑到全球价值链发展导致国际生产分工的存在。全球价值链革命

使得国家间的贸易不仅是传统的出口“奶酪”、进口“葡萄酒”等，而且还有中间产品的多次跨越

多国国界行为，产品的价值来源于多个国家或地区。一国出口贸易中含有本国增加值、外国增加

值及增加值重复计算等多个部分，其中的外国增加值占总出口额的比例达到 1/3 左右，有的国家

甚至达到 50% 以上（Koopman 等，2014）。如果忽略贸易品中存在多国增加值的现实，仅研究国家

双边关系对贸易总额的影响，则无法反映各国实际贸易利得的变化。出口贸易中的本国增加值

部分才是一国出口的实际贡献价值，是出口国真实贸易利得的反映（张杰等，2013）。另一方面，

全球价值链生产合作作为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受到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和 2020 年新冠肺炎疫

情 的 巨 大 冲 击 。 例 如 ， 2018 年 中 美 贸 易 摩 擦 以 来 ， 美 国 对 华 4 轮 加 征 关 税 涉 及 商 品 总 额 超

5 000 亿美元，降低了全球资源配置的效率，破坏了全球价值链的稳定。①并且，由于中美政治互

信不足，美国担忧中国崛起而限制其企业向中国高科技企业出口核心零部件，严重影响部分中

国企业的正常生产。②叠加新冠疫情冲击导致的人员和商品流通受阻，进一步威胁全球价值链生

产合作。所以，政治互信是否能够促进、维护全球价值链合作，有待深入研究。

综上，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政治互信如何影响出口国的真实贸易利得和全球价值

链生产合作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加强政治互信能显著提升出口国的真实贸易利得和推动全球

价值链合作；政治互信增加出口国真实贸易利得的途径，主要是通过促进出口产品生产中采用

更多的本国增加值投入，而非重点支持本国增加值率较高产品或行业的出口所致。本文主要的

边际贡献有以下三点：第一，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考察政治互信对增加值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合

作的影响。第二，深入探究了政治互信对出口国真实贸易利得的影响，并识别了贸易利得的来

源，分析了影响机制。第三，不仅采用全球多国样本进行分析，弥补了现有文献主要针对单一国

家或少数国家的不足，而且还针对中国出口贸易受政治互信的影响进行了专门分析。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国家关系与双边贸易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政治互信如何对双边贸易产生影响，可从

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方面进行理解。直接影响方面，政治互信度的变化可能导致政府对贸

易进行直接干预。干预的动机主要包括以下三点：第一，政府为达到政治目的而干预贸易。当政

治互信水平变化时，贸易双方会通过增加或减少贸易来“奖励朋友，惩罚敌人”。如果发生政治

冲突，一国会采取贸易制裁、禁运等作为政策手段（Pollins，1989），贸易限制是国家在冲突中表明

坚决立场的高成本信号（杜映昕，2015），这些手段历来被用于惩罚或胁迫贸易伙伴以达到政治目

的（Heilmann，2016）。第二，政府考虑国际贸易会产生安全的外部性。例如，一国可能将贸易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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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于发展本国的军事，即贸易所得可转化为军事力量，从而影响军事力量的平衡，这使得该国

更不愿与潜在的对手进行贸易。又例如，战略物品的出口，特别是具有直接军事用途的战略物品

出口，可以提高对手的军事能力。因此，政府有时会阻止此类产品出口到与其有冲突的国家。第

三，担心贸易可能产生依赖性。如果一国的进出口贸易对另一国的依赖性较高，发生政治冲突时

该国容易受到经济胁迫的影响（Kashcheeva 和 Tsui，2015），所以政府不妨事前就限制贸易。相反，

如果两国政治互信度高，政府会减少对两国之间贸易的负面干预，降低贸易壁垒，甚至实施有利

的政策鼓励两国进行更多经贸方面的合作。

除了直接影响，政治互信还会间接对双边贸易产生作用。由于政治互信会影响不确定性，最

终导致贸易成本变化而间接影响贸易。国家之间良好的双边政治安排有助于降低合法交易的成

本和不确定性，有利于两国间的经济合作与发展（杨连星等，2016）。相反，发生政治冲突时，贸易

的风险增加，这将导致保险费费率上升、贸易运输时间和路程更长、货物的损坏等问题，使得双

边贸易意愿降低（Morrow，1999）。此外，国家双边关系也可以视为一种制度安排（Jönsson，2002）。

制度由合约等正式制度，以及意识形态层面的认知、规范等非正式制度构成（Scott，2002）。良好

的制度有助于降低不确定性、交易成本以及外部性，并且分散风险（潘镇和金中坤，2015）。据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政治互信度提高会促进双边贸易，政治互信度降低会抑制双边贸易。

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的改善、交通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贸易成本的降低等因素，促

进了全球价值链生产合作的形成（Krugman，1995）。一国出口产品中既包含出口国增加值，也包

含外国增加值和增加值重复计算等多个部分。所以，加强政治互信促进出口贸易时，会同时促进

本国增加值和外国增加值的出口。但是，其中本国增加值部分才是一国出口中实际贡献的价值，

是出口国的真实贸易利得（张杰等，2013）。出口国作为产品的生产者和出口方，其掌握着更多的

主动权。相较其他国家的贸易利得，政府之间进行更多经贸合作的首要目的，即为提高本国的真

实贸易利得，以促进各国自身国内的经济发展。

本国出口真实贸易利得增加的可能渠道主要有两种：一是重点支持本国增加值率高的产品

或行业出口，以在促进出口贸易的同时更大程度地提高本国增加值的出口规模；二是促进出口

产品更多地采用本国增加值进行生产。政治互信会使进口国对出口国生产的供货稳定性与产品

质量更为信赖，导致出口国在生产过程中采用更多的本国增加值。所以，如果一国出口中的本国

增加值率有所提高，那么总出口增加时本国增加值出口规模将得到更大的扩张。此外，提高政治

互信还能够促进国际外包合作或外国直接投资（Knill 等，2012），在推动出口国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使产品生产采用更多本国增加值投入（张杰等，2013），企业跨国投资的目的之一即是利用当地

的低成本投入以增加企业利润。并且根据 WIOD 数据可知，一国出口产品中还是以本国增加值

投入为主，国外进口增加值用于再出口比例较低。综上所述，政治互信的提升会较大程度地促进

本国增加值出口，同时带动外国增加值出口。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增进政治互信对本国和外国增加值出口贸易均会产生积极影响；相反，政治互信不

足则会抑制各方的增加值贸易。并且，政治互信对本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较外国增加值出口更

大，因此加强政治互信能够显著提高一国的真实贸易利得。

此外，政治互信还会间接通过影响不确定性和风险来影响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的意

愿。全球价值链合作生产的重要优点是能够促进创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最终增加

消费者福利。但由于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需要投入一定的沉没成本（如搜寻合作伙伴、购置特定

的生产设备、监管成本等），因此只有当利润足够覆盖沉没成本时，企业才会决定嵌入全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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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政策不确定性或出口目的国治理风险的增加会导致企业沉没成本的上升，从而影响企业的

出口和生产决策，延迟或减少企业在出口市场或价值链合作中的投资（Handley 和 Limão，2015）。

并且，不确定性本身也能够通过增加企业和消费者的悲观预期，从而降低企业出口规模、投资水

平和消费者消费水平，抑制全球经济的活跃性（Baker 等，2016）。而政治互信的提升可能降低上

述市场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弥补国家治理风险的不利影响，从而促进全球价值链合作。

从进口国角度看，政治互信的不足会使得中间品进口企业面临生产中断的风险和寻找中间

品替代的成本，从而降低中间品进口的意愿。相反，政治互信提升能够降低企业跨国生产的风

险，促进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合作，这一促进效果的最直接表现就是中间品贸易的增加。同样，

出口国在政治互信水平下降时，也会更倾向于限制中间品出口来给对方施压，尤其是涉及“卡脖

子”问题的高技术中间品。因为中间品贸易主要影响进口国的生产者，生产者比消费者有更强

的动机组成利益集团游说政府，采取对自己更有利的政策。可见，政治互信水平变化对中间品贸

易的影响比对最终品贸易的影响更大。由于中间品贸易是全球价值链生产合作的重要表现

（Elms 和 Low，2013），因此政治互信会对全球价值链合作产生重要影响。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政治互信对中间品贸易的影响要大于对最终品贸易的影响，政治互信提高能够增加

两国进行价值链生产合作的意愿，从而促进中间品的贸易。

三、模型与指标

对于国家双边贸易量，Tinbergen（1962）和 Pöyhönen（1963）最早将引力模型运用到国际贸易

领域，其核心思想为：双边贸易流量与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两国间的距离成反比。此后，国内外大

量文献运用引力模型对国际贸易问题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基于引力模型对政治互信如何影响

增加值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合作进行研究，构建回归方程如下：

Yi jkt = c+α1Trusti jt +α2Zi j+δit + θ jt +λkt +εi jkt （1）

其中，Y i j k t 表示 t 时间 i 国 k 行业向 j 国的总出口额、本国增加值出口额或外国增加值出口额；

Trustijt 表示 t 时间 i 国与 j 国的政治互信程度，Zij 为进口国与出口国之间的地理距离、是否接壤和

是否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等控制变量；δit 为出口国−时间固定效应，θjt 为进口国−时间固定效应，

λkt 为行业−时间固定效应，εijkt 是误差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均取对数处理。并且，为方便不

同回归结果之间系数的比较，实证中还对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转化为均值为 0、方差为 1 的

变量。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选取了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World Input-
Output Database）发布的 42 个样本国家相关统计数据进行研究。①本文将一国向另一国的出口作

为一个国家对样本，变量有关说明如下：

1. 被解释变量：出口贸易额和出口增加值。当前全球价值链核算主要采用企业数据微观方

法（张杰等，2013；Kee 和 Tang，2016）和国际投入产出表宏观方法（Johnson 和 Noguera，2012；

Wang 等，2013）两种。前者的微观数据局限于单一国家，无法进行国际比较，而后者的国际投入

产出数据完整可靠，便于进行多国分析，所以本文采用宏观方法进行研究。如图 1 所示，参考

Wang 等（2013）和 Koopman 等（2014）的方法，将出口贸易分解为本国增加值出口 [(1)+(2)+(3) 部

分 ]、外国增加值出口 [(6)+(7) 部分 ]，并区分最终品贸易和中间品贸易，分解为最终品中的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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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WIOD 2016 发布了 43 个国家或地区数据，分别是 28 个欧盟成员国（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德国、丹麦、西

班牙、爱沙尼亚、芬兰、法国、英国、希腊、克罗地亚、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立陶宛、卢森堡、拉脱维亚、荷兰、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

文尼亚、瑞典、葡萄牙、马耳他）和 15 个世界主要经济体（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瑞士、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日本、韩国、墨西哥、挪威、俄

罗斯、土耳其、美国，及中国台湾）。由于中国台湾地区不具备政治互信数据，本文将其剔除，仅保留了 42 个国家或地区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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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值 [(1) 部分 ]、最终品中的外国增加值 [(6) 部分 ]、中间品中的本国增加值 [(2)+(3) 部分 ]、中

间品中的外国增加值 [(7) 部分 ] 等多个部分，主要研究对象见表 1 因变量部分。
 

总出口
(1)-(8)

被国外吸收的国内
增加值
VAX_G

(1)+(2)+(3)

最终品出口的
国内增加值
DVA_FIN

(1)

中间品出口的
国内增加值
DVA_INT

(2)

最终品出口的
国外增加值
FVA_FIN

(6)

中间品出口的
国外增加值
FVA_INT

(7)

国内增加
值的纯重
复计算
DDC

(5)

国外增加
值的纯重
复计算
FDC

(8)

进口国向第三国
出口并被国外吸
收的国内增加值
DVA_INTrex

(3)

国外增加值
FVA

(6)+(7)

纯重复计算部分
PDC

(5)+(8)

返回并被国内吸
收的国内增加值

RDV

(4)

 
图 1    全球价值链分解

 

 
表 1    模型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变量 说明 数据来源

因变量

Totalijkt−i国k行业向j国出口额

DVAijkt−i国k行业向j国出口中的本国（i国）增加值，图1中(1)+(2)+(3)部分

FVAijkt−i国k行业向j国出口中的国外（j国和第三国）增加值，图1中(6)+(7)部分

Final tradeijkt−i国k行业向j国最终品出口额

Inter tradeijkt−i国k行业向j国中间品出口额

DVA_FINijkt−i国k行业向j国出口最终品中的本国（i国）增加值，图1中(1)部分

DVA_INTijkt−i国k行业向j国出口中间品中的本国（i国）增加值，图1中(2)+(3)部分

FVA_FINijkt−i国k行业向j国出口最终品中的国外（j国和第三国）增加值，图1中(6)部分

FVA_INTijkt−i国k行业向j国出口中间品中的国外（j国和第三国）增加值，图1中(7)部分

WIOD

自变量 Trustijt−i国和j国之间的政治互信水平 UNGA

控制变量

Distij−i国和j国之间人口加权的地理距离

Borderij−i国和j国是否接壤虚拟变量

RTAijt−i国和j国在t时间是否签订区域贸易协定虚拟变量

CEPII

　　注：WIOD为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 2016，数据来源于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UIBE GVC数据库；UNGA为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数据库；CEPII为法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数据库。
 
 

2. 解释变量：政治互信。政治互信是国家政治交往中相互信任的一种关系，双边关系越友好

的国家之间政治互信度越高。其度量可以根据两国政治事件进行戈尔德斯坦因（Goldstein）打分

方法（阎学通等，2010），或者采用变量权重构建国家关系指数的方法（Zhang 等，2011），抑或采用

多变量共同作为代理变量等方法（杨连星等，2016）。由于本文涉及的国家较多，为保证数据的完

整性和可靠性，基准回归采用联合国投票数据，并根据 Bailey 等（2017）的方法进行度量，稳健性

检验则采用其他测算方法、阎学通等（2010）的大国关系数据及直接反映两国政治事件的指标（中

外领导人互访数据）来说明国家之间的信任关系。联合国投票结果分为赞成、反对、弃权和缺席

四种，互信度较高的两个国家政治立场较为一致，在联合国投票时也更倾向于投出相同的结果

（Kashcheeva 和 Tsui，2015）。

目前采用联合国投票数据计算国家关系的研究主要采用 Signorino 和 Ritter（1999）的方法计

算，即一年投票中两国投票一致性的比例，比例越大表示两国关系越好。而 Bailey 等（2017）的方

法原理是将联合国投票数据采用项目反应理论模型（IRT，Item Response Theory Model，也称潜在

特质理论）计算出各国理想点位置（Ideal Points），然后将各国理想点位置相减取绝对值，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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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小表示两国关系越好。Bailey 等（2017）的方法相比 Signorino 和 Ritter（1999）的方法的优点是：

一方面能够测算出各国潜在立场位置，算出的政治互信水平更加稳定；另一方面避免了联合国

投票议程变化对国家潜在立场位置测算结果的影响，使结果更加可靠。文中主要采用 Bailey 等

（2017）的方法计算，并对计算值取倒数，因此数值越大则表示政治互信度越高。

3. 控制变量：进出口国之间的地理距离、是否接壤和是否签订区域贸易协定。采用人口加权

的两国地理距离控制距离因素对贸易的影响，距离越远，贸易越少；两国是否接壤变量与距离变

量相似，接壤国家之间由于气候、文化、语言等因素的相似性而倾向于有更多贸易往来；签订区

域贸易协定能够降低两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促进双边贸易。具体指标和数据来源如表 1 所示。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基于以上模型设计，我们首先对政治互信如何影响总出口贸易进行分析，并将总贸易进一

步拆分为本国增加值和外国增加值进行实证，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表 2 列（1）−列（3）为不对变

量进行标准化处理的结果，列（4）−列（6）对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以方便回归结果间的对比。

列（1）的回归结果均显示，政治互信对一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政治互信

度提高 1% 会导致出口贸易额提高 0.86%，这说明加强政治互信对国际贸易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而政治互信不足会阻碍双边贸易。这一结果与许多现有研究结论一致，假设 1 得到证实。由于

国家总贸易额最高可达到上千亿美元的规模，所以 0.86% 贸易额的变化也是非常大的数值。当

一国总出口贸易额等于样本均值 468 496（等于国家−行业均值 8 366 乘以 56 个行业）万美元时，

提高 1% 的政治互信水平会导致出口贸易额提高 4 015 万美元。
 

表 2    政治互信与出口贸易

（1） （2） （3） （4） （5） （6）

Total DVA FVA Total DVA FVA

Trust 0.857*** 0.819*** 0.476*** 0.061*** 0.061*** 0.049***

（0.199） （0.192） （0.132） （0.014） （0.014） （0.014）

Dist −0.141*** −0.134*** −0.088*** −0.074*** −0.075*** −0.067***

（0.007） （0.007） （0.005） （0.004） （0.004） （0.004）

Border 1.025*** 0.973*** 0.726*** 0.536*** 0.540*** 0.558***

（0.056） （0.054） （0.041） （0.030） （0.030） （0.032）

RTA 0.062 0.061 0.062* 0.032 0.034 0.048*

（0.050） （0.048） （0.037） （0.026） （0.027） （0.028）

出口国−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进口国−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标准化处理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观测值 1 437 296 1 437 288 1 437 296 1 437 296 1 437 288 1 437 296

R2 0.587 0.573 0.537 0.587 0.573 0.537
　　注：括号内数值为国家对层面聚类稳健标准差；*、**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采用多维面板固定效应估计命令

reghdfe不报告常数项。

表 2 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政治互信对本国增加值出口贸易的影响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政治互信度提高 1% 会导致本国增加值出口贸易提高 0.82%；列（3）的回归结果显示，政治互

信对外国增加值出口贸易的影响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政治互信度提高 1% 会导致外国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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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出口提高 0.48%。这表明增进政治互信对本国增加值和外国增加值出口均具有促进作用，当

一国出口本国增加值和外国增加值等于样本均值时，提高 1% 的政治互信会导致出口本国增加

值和外国增加值分别提高 2 791 万美元和 411 万美元。

比较表 2 中列（5）与列（6）变量标准化处理后的回归系数可知，政治互信对本国增加值出口

的影响大于对外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政治互信变量提高 1 个标准差会导致本国增加值和外国

增加值出口分别增加 0.061 和 0.049 个标准差。这说明本国增加值贸易比外国增加值贸易所受

的影响更大，上述结果验证了假设 2 成立。政治互信增加能够减少贸易干预和降低贸易风险，推

进双边经贸交往的增加，较大地促进本国增加值的出口，提升出口国的真实贸易利得。

表 2 中地理距离（Dist）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地理距离增大会由于增加贸易成

本、提高贸易风险等因素而降低两国贸易规模。两国是否接壤（Border）变量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为正，反映出接壤国家之间由于距离较短及气候、文化、语言等因素的相似性而促进贸易往来。

是否签订区域贸易协定（RTA）变量部分估计系数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示签订贸易协定

对两国贸易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以上结果均符合理论预期。

（二）稳健性检验①

1. 考虑到变量可能存在测量偏误问题，导致估计结果不准确，本文通过替换政治互信代理

变量和重新核算增加值贸易等方法进行解决。具体如下：（1）采用联合国重要会议投票数据计算

政治互信指标。联合国重要会议投票涉及对世界有较大影响的事件，各国投票结果能更直观地

体现各自的政治立场，也能更真实地反映国家间的政治互信水平。所以，本文选择这些联合国重

要决议的投票数据测度两国政治互信，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2）采用现有相关研究中最常

使用的 Signorino 和 Ritter（1999）的方法对政治互信进行测度。与 Bailey 等（2017）的方法不同，

Signorino 和 Ritter（1999）的方法简单地通过当年联合国投票中两国投票一致性的比例来度量国

家间政治互信水平，一致性比例越高表示两国关系越好，政治互信度也就越高。替换该政治互信

代理变量的估计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对本国增加值贸易和外国增加值贸易的影

响大小与基准回归一致。（3）采用政治互信与影响贸易变量的回归残差作为政治互信的代理变

量。具体做法：第一阶段，将政治互信与可能会对贸易产生重要影响的变量进行回归（包括两国

是否接壤、语言是否一致、地理距离、时差、是否发生战争冲突、是否存在殖民关系、是否签订

RTA 协定等变量）；第二阶段，将第一阶段回归得到的残差作为政治互信的代理变量，与贸易变量

进行实证。由于第一阶段回归得到的残差已经排除了其他影响贸易的可能因素，因此将其作为

政治互信的代理变量能使结果更准确。估计结果显示，系数的显著性和大小与基准回归一致。

（4）采用前向分解法对全球价值链进行分解。上述研究对全球价值链的分解采用的是后向分解

的方法，从需求方视角测量行业出口（Wang 等，2013）。本部分替换前向分解法，采用前向增加值

分解的方法测算增加值贸易额，从供给方视角测量行业出口（Johnson 和 Noguera，2012）。估计结

果与基准结果一致。

2. 考虑反向因果导致内生性问题。由于政治互信是国家维度的变量，而贸易是行业维度的

变量，两者处于不同维度使得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较弱。同时，我们进一步做了以下四种

处理，以减弱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1）去除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较高的行业。出

口中的外国增加值含量如果较高，反映出口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较高（Elms 和 Low，2013），可

能导致两国政治交往反受增加值贸易的影响，参与全球价值链会反向影响政治互信。所以，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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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较高的行业去除，仅保留外国增加值含量相对较低的农业和服务业。①估计

结果显示，系数显著性及系数大小与基准回归一致。（2）对所有的自变量取滞后一期。通过对政

治互信变量取滞后一期，能够减弱反向因果问题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政治互信变量取滞后一期

估计结果中，政治互信对增加值出口的影响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并且政治互信估计系数在

本国增加值中比外国增加值中更大，与基准回归整体上保持一致。（3）采用政治互信滞后期做工

具变量。本文参考 Arellano 和 Bover（1995）、Du 等（2017）使用的系统 GMM（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方法重新估计模型。结果显示，政治互信对增加值贸易回归的系数都在 1% 的水平上

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一致。Kleibergen-Paap rk LM 检验的 P 值小于 0.01，说明拒绝存在识别不

足问题的原假设，工具变量与内生性变量相关；弱工具变量检验 Cragg-Donald Wald F 值大于 10，

说明工具变量与内生性变量有较强的相关性，工具变量有效。（4）寻找政治互信的有效工具变量

进行估计。假设有发生贸易往来的两国 A（出口国）与 B（进口国），本文根据联合国投票数据计算

的政治互信结果，从全球筛选出 A 的政治互信度最高的三个国家 a1、a2 和 a3（除 B 国之外）和

B 的政治互信度最高的三个国家 b1、b2 和 b3（除 A 国之外），将 a1 与 b1、a2 与 b2、a3 与 b3 的政治

互信平均值作为 A 与 B 政治互信的工具变量。本文认为，如果某国政治互信度较高的多个伙伴

国均赞成某项联合国决议，那么该国极可能也投下赞成票。所以 a 与 b 之间的政治立场变化，也

会影响 A 与 B 之间的政治互信，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的要求。但是 a 与 b 之间的政治互信变化

无法对 A 与 B 之间的经贸合作产生直接影响，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的要求。考虑到高政治互信

国家群可能存在较为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从而干扰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本文进一步对 A 与 a、

B 与 b 之间施加以下约束条件：未签订贸易协定、不接壤、母语或官方语言不一致、货币不一致、

宗教不一致、法律起源不一致。通过施加上述约束条件，我们认为能够尽可能减弱所筛选的三个

国家与出口国或进口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提高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基于此，采用该工具变量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也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

3. 考虑到贸易中存在部分时间或产品的贸易流量为 0 的情况，这样会导致估计结果偏误。

我们参考 Silva 和 Tenreyro（2006）的做法，采用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PPML，Poisson Pseudo-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方法进行解决，PPML 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

（三）政治互信与 GVC 合作：区分最终品和中间品

在对总贸易和增加值贸易分析之后，本文进一步区分最终品贸易和中间品贸易，并对最终

品和中间品中的增加值进行分解，以探究政治互信如何影响 GVC 合作。由于中间品贸易的快速

增长和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日益细化是全球价值链时代的重要特征（Elms 和 Low，2013），因此

通过观察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如何受政治互信的影响，能够直观了解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合作情

况。不同产品类别中总出口贸易和增加值贸易受政治互信影响的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表 3 列

（1）与列（2）为政治互信分别对最终品（Total_FIN）和中间品（Total_INT）出口的估计结果。结果显

示，政治互信对最终品和中间品出口的影响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政治互信提高一个标准

差能够分别促进 0.045 和 0.061 个标准差的最终品和中间品出口。政治互信对中间品出口贸易

的影响大于对最终品出口贸易的影响，更大地促进了中间品贸易的增加，是加强政治互信能有

效推动全球价值链生产合作的直接表现，假设 3 得到验证。

表 3 列（3）与列（4）为政治互信分别对出口最终品中本国增加值（DVA_FIN）和出口中间品中

本国增加值（DVA_INT）的估计结果。其与列（1）、列（2）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政治互信变量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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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并且政治互信对中间品中本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要大于对最终

品中本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列（5）与列（6）为政治互信分别对出口最终品中外国增加值（FVA_FIN）

和出口中间品中外国增加值（FVA_INT）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政治互信的系数均在 1% 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并且政治互信对中间品中外国增加值贸易的影响要大于对最终品中外国增加值贸

易的影响，与上述总出口贸易的结果一致，再次验证了假设 3 成立。此外，将表 3 列（3）与列（5）进

行比较，发现政治互信对本国增加值贸易的影响要大于对外国增加值贸易的影响，列（4）与列（6）

的估计结果比较也显示如此，这再次验证了假设 2 成立。①

 
表 3    区分最终品与中间品

（1） （2） （3） （4） （5） （6）

Total_FIN Total_INT DVA_FIN DVA_INT FVA_FIN FVA_INT

Trust 0.045*** 0.061*** 0.046*** 0.062*** 0.036*** 0.049***

（0.013） （0.015） （0.014） （0.015） （0.013） （0.015）

标准化处理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 437 296 1 437 296 1 437 294 1 437 291 1 437 296 1 437 296

R2 0.547 0.557 0.532 0.541 0.493 0.484
　　注：估计模型与表2相同，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限于篇幅未列示；括号内数值为国家对层面聚类稳健标准差；*、**和***分别表示

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五、进一步分析

（一）出口国贸易利得增加的途径

以上实证结果表明，政治互信对出口本国增加值的影响大于对外国增加值的影响，增进两

国政治互信对增加出口国的真实贸易利得具有显著效果。这一效果实现的可能渠道主要有两

个：一是重点支持本国附加值率高的产品或行业出口；二是促进出口产品更多地采用本国增加

值进行生产，从而整体上提高出口的本国增加值率。本文进一步对这两种增加出口国贸易利得

的可能渠道进行讨论，以了解出口国贸易利得的获得途径。

不同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的程度各异，所以其含有的本国增加值含量存在行业差别。

我们将 56 个行业分为农业及矿产行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大类（具体行业划分参见工作论文版

本中附录 2），以观察增加值率不同行业的贸易受政治互信影响的差异。区分三大行业的估计结

果如表 4 所示，A、B 和 C 部分分别为农业及矿产行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大类行业的估计结果。

列（1）的回归结果均显示，政治互信对三大类行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A、

B 和 C 部分结果显示政治互信变量提高 1% 会导致农业及矿产行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出口贸

易额分别提高 1.10%、1.29% 和 0.60%。对列（4）标准化结果进行比较后发现，B 部分制造业系数

最大（0.09），其次为 A 部分农业及矿产行业系数（0.08），最小为 C 部分服务业系数（0.04）。表 4 列（2）

和列（5）的本国增加值、列（3）和列（6）的外国增加值结果均与列（1）和列（4）的总出口结果保持一

致，政治互信对增加值贸易的影响大小顺序依次为制造业>农业及矿产行业>服务业。

总结表 3 区分最终品与中间品和表 4 区分三大类行业的研究结果可知，政治互信对本国增

加值出口的影响大小顺序为中间品>最终品、制造业>农业及矿产行业>服务业。我们对 42 个样

鲍晓华、卢    波：政治互信能否促进务实合作：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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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家出口中的平均本国增加值率进行计算， ①发现出口中本国增加值率的大小顺序为中间

品<最终品、制造业<农业及矿产行业<服务业，与政治互信的影响效果大小正好相反。这说明政

治互信并没有更大地支持本国增加值较高的产品或行业出口，而主要促进了本国增加值较低的

产品或行业出口，第一个渠道不成立。因此，提高政治互信增加出口国真实贸易利得的途径可能

是第二个渠道。
 

表 4    区分三大行业

（1） （2） （3） （4） （5） （6）

Total DVA FVA Total DVA FVA

A. 农业及矿产行业

Trust 1.098*** 1.070*** 0.507*** 0.078*** 0.080*** 0.053***

（0.266） （0.259） （0.176） （0.019） （0.019） （0.018）

B. 制造业

Trust 1.286*** 1.219*** 0.875*** 0.091*** 0.092*** 0.091***

（0.270） （0.259） （0.217） （0.019） （0.019） （0.023）

C. 服务业

Trust 0.602*** 0.577*** 0.262** 0.043*** 0.043*** 0.027**

（0.185） （0.180） （0.103） （0.013） （0.013） （0.011）

标准化处理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我们还采用本国增加值率和外国增加值率进一步检验出口增加值率受政治互信影响的大

小。根据表 5 列（1）与列（2）的结果可知，政治互信增加确实整体上提升了出口本国增加值率，降

低了外国增加值率，即使区分最终品 [ 表 5 列（3）与列（4）] 和中间品 [ 表 5 列（5）与列（6）] 贸易的

结果依然显示，出口本国增加值率中政治互信系数显著为正、外国增加值率中政治互信系数显

著为负。上述结果表明，提高政治互信增加出口国真实贸易利得的途径，主要是支持出口产品中

采用更多的本国增加值投入，而非促进本国增加值较高产品或行业的出口。②

 
表 5    政治互信与出口本国增加值率

（1） （2） （3） （4） （5） （6）

DVA_Rate FVA_Rate DVA_FIN_Rate FVA_FIN_Rate DVA_INT_Rate FVA_INT_Rate

Trust 0.715*** −1.851*** 0.465*** −0.464*** 0.838** −1.957***

（0.258） （0.313） （0.108） （0.108） （0.342） （0.360）

观测值 1 298 580 1 298 580 1 291 838 1 291 838 1 297 264 1 297 264

R2 0.744 0.668 0.750 0.751 0.742 0.651
 
 

此外，三大类行业中，制造业最容易进行全球价值链生产，其多环节加工使得生产分工合作

相对更为方便。服务业最难进行全球价值链分工，其大多具有生产和消费的同步性、不能被储存

和无形性，使得其进行全球价值链分工存在较大的局限。表 4 结果表明，政治互信尤其对嵌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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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计算公式：增加值率=增加值出口/总出口。

② 本文也针对 56 个细分行业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细分行业的实证结果依然能够支持上述结论。具体表现为，政治互信对出口本国增

加值的影响在所有农业、采矿业和制造业的细分行业中均显著为正，但仅在部分服务业的细分行业中显著为正。并且，整体上在本国增加值

率更高的行业中，政治互信系数的显著性更低。此外，政治互信促进本国出口增加值率提升、外国增加值率降低的影响效果在许多行业中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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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价值链较深的制造业影响更大，而对嵌入较浅的服务业影响最小，加强政治互信对推动全球

价值链合作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与上述区分中间品贸易和最终品贸易的实证结论一致。

（二）政治互信的影响机制

在对政治互信影响增加值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合作进行实证分析后，我们尝试进一步探究其

背后的影响机制。由于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或嵌入全球价值链需要投入一定的沉没成本，当市场

不确定性增加时企业沉没成本会上升，从而对国际经贸合作造成负面影响。而政治互信的提升

可能降低市场不确定性的不利影响，从而促进贸易往来和全球价值链合作。为对上述可能的影

响机制进行检验，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添加政治互信分别与政策不确定性和国家治理风险的

交互项，以考察政治互信是否能够通过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和治理风险的负面影响来促进国际贸

易和价值链合作。

一方面，本文采用 Baker 等（2016）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I，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dex）量化出口目的地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EPUI 指标测算了 27 个国家和地

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数值越大表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越高。①政治互信与政策不确

定性交互项的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交互项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政治互信在政

策不确定性高的国家中更能促进国际贸易和价值链合作，缓解政策不确定性对经贸合作的负面影响。
 

表 6    机制分析：政策不确定性

（1） （2） （3） （4） （5）

Total Total_ FIN Total_ INT DVA FVA

Trust 0.328*** -0.024 0.327*** 0.318*** 0.001

（0.093） （0.076） （0.088） （0.091） （0.065）

Trust×政策不确定性 0.003*** 0.002*** 0.003*** 0.003*** 0.003***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观测值 368 592 368 592 368 592 1 210 776 1 210 776

R2 0.629 0.598 0.609 0.600 0.559
 
 

另一方面，本文采用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数（WGI，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度量

一国治理风险，WGI 指标数值越大表示国家治理风险越小 。政治互信与国家治理风险交互项的

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列（1）−列（4）的交互项系数均至少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政治互

信在治理风险越高的国家中对国际贸易和价值链合作的促进作用越大，从而有效弥补进口国治

理风险对经贸合作的不利影响。上述结果表明，政治互信能够缓解出口目的地的政策不确定性

和国家治理风险对经贸合作往来的负面作用，从而为两国间的增加值贸易和价值链合作保驾护航。
 

表 7    机制分析：国家治理风险

（1） （2） （3） （4） （5）

Total Total_ FIN Total_ INT DVA FVA

Trust 1.160*** 0.897*** 1.105*** 1.124*** 0.845***

（0.028） （0.024） （0.027） （0.027） （0.152）

Trust×国家治理风险 −0.084*** −0.088*** −0.030** −0.095*** 0.042

（0.014） （0.011） （0.013） （0.013） （0.069）

观测值 1 210 776 1 210 776 1 210 776 1 210 769 1 210 776

R2 0.600 0.559 0.570 0.587 0.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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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外政治互信与中国出口增加值

最后，考虑到中国在国际贸易和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地位，有必要针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

政治互信如何影响中国的总出口和增加值出口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外政治互信对

总出口和本国增加值、外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均至少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政治互信提高

1% 会导致总出口、本国增加值和外国增加值出口分别增加 0.34%、0.34% 和 0.18%。标准化后的

估计结果显示，政治互信对本国增加值出口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对外国增加值出口的促进作用，

与基准结果一致。并且，为了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一方面，我们采用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

研究院的中外关系数据库中的大国关系指标，将其作为中外政治互信的代理变量；另一方面，采

用领导人互访次数作为政治互信代理变量进行估计。估计结果显示，系数显著性和系数大小与

基准回归结果整体上保持一致，说明结果稳健可靠。①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全球经济进入了以生产过程分节化和中间品贸易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价值链时代，政治互信

作为影响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增加值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合作的影响尚未引起足够

重视。本文采用 WIOD 2016 国际投入−产出表数据、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清华大学大国关系数

据及中外领导人互访数据，对 42 个主要国际经济体的出口贸易利得和全球价值链合作如何受政

治互信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第一，提高政治互信对国家间的出口贸易和增加值贸易均

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本国增加值贸易的影响要大于对外国增加值贸易的影响。出口中的本

国增加值是一国贡献的真实价值，该结果反映出增强政治互信能够有效提高一国真实贸易利

得。第二，政治互信对中间品贸易的影响较最终品更大，对嵌入价值链较深的制造业的影响要大

于嵌入较浅的服务业。由于中间品贸易是全球价值链合作的重要表现，制造业是全球价值链分

工生产的主要行业，上述结果体现了提升政治互信对促进全球价值链合作的积极作用。第三，政

治互信主要影响了本国增加值率较低的中间品贸易和制造业贸易，但是加强政治互信显著提高

了行业的出口增加值率。这表明加强政治互信提高出口国真实贸易利得的途径，并不是重点支

持本国增加值率较高产品或行业的出口，而是促进采用更多的本国增加值进行生产。第四，政治

互信能够通过缓解出口目的地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国家治理风险而促进国际贸易和全球价

值链合作。第五，针对中外政治互信与中国出口贸易的实证研究表明，上述结论对中国同样成

立。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世界各国需要通过加强政治互信、密切双边交往来维护自由贸易与全球价值链的稳

定。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有所抬头，世界经济下滑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带来了不

利影响。加上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进一步对国际供应链体系造成了重大冲击，严重

影响国际贸易往来和全球价值链的稳定，价值链生产合作受到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威胁。

在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世界各国更需要通过加强政治互信和政府高层的磋商协作来

维护自由贸易与全球价值链的稳定。要不断向国际社会介绍和推动“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

包容”的中国方案，这既有利于增加出口真实贸易利得，提高各国的福利水平，也能够让各国分

享中国发展机遇，让中国方案在国际上越来越深入人心。

第二，进一步发展中外友好双边关系，以政治增信为基，提升我国的出口附加值，增加我国

的真实贸易利得。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劳动力禀赋和较完善的工业体系融入 GVC，但是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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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面临着“大而不强”的贸易局面，即贸易规模大但国内的增加值或增加值率低的情况。当前我

国外贸发展已步入新的阶段，未来外贸的重要任务是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在中

外政府高层友好频繁互动的大好时代背景下，企业需要加速转型升级，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品

质量、增加产品附加值，乘中外政治互信的“东风”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早日实现贸易强国目标。

第三，借助中国与重要伙伴的政治互信之力，深化服务业领域价值链合作，打造服务贸易新

业态、新模式。服务业贸易中的出口附加值率最高，也是我国需提升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行业之

一。服务业可以借助中国与伙伴国高水平政治互信的优势，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以及虚拟现实等先进技术，在贸易、仓储、运输、营销、金融、咨询等领域加强中外合作。依托

“一带一路”倡议构筑服务业产业链合作，加快发展服务业外贸新业态、新模式。

第四，以政治互信推动国际多领域的合作共赢。除了全球价值链领域，政治互信也是两国之

间深化资源、文化、科技、环境等各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基础。资源领域的国际合理配置能够缓

解资源价格的大幅波动和供需严重失衡，打通资源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文化领域的国际交往

可以促进文明的理解和融合，维护世界和平；科技领域的国际合作能够推动技术创新，缓解“卡

脖子”问题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更是世界节能减排、维护全球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很多重要领域影响着未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影响着我国的崛起和民

族复兴，各领域深化国际合作离不开政治层面的推动和支持。以政治互信促进其他领域的国际

合作共赢，有利于国际关系良性互动，打造国家间合作的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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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Political Mutual Trust Promote Pragmatic Co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Value Chain

Bao Xiaohua,  Lu Bo
(College of Busines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Summary:  Chinese state leaders have repeatedly mentioned “promoting pragmatic cooperation with

political mutual trust” on public occasions. Political mutual trust has a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coopera-

tion in various fields between countries. Existing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countries

have an important role on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However, on the one hand, existing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national relations on the total trade volume, and has not considered the exist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production caus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value chain (GVC). The do-

mestic value-added in export trade is the real value of a country’s exports, and whether political mutual trust

can increase the real trade gains of exporting countries has not yet received attention. On the other hand,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GVC production cooperation has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new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2019. In this context, whether political mutual trust

can promote GVC cooperation needs to be studied in depth.

We conduct research on the above issues and find that: First, enhancing political mutual trust has a signi-

ficant promotion effect on value-added export trade, and its impact on domestic value-added trade is greater

than that on foreign value-added trade. This result reflects that enhancing political mutual trust can effectively

increase a country’s real trade gains. Second, political mutual trust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trade of inter-

mediate products than final products, and it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hich is deeply

involved in the value chain than the service industry. This shows that enhancing political mutual trust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GVC cooperation. Third, the way of enhancing political mutual trust to increase the

real trade gains of exporters is mainly caused by promoting the use of more domestic value-added for produc-

tion. Fourth, political mutual trust can promot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GVC cooperation by alleviating the ad-

verse effects of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risks in export destination countries.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VC, it examines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mutual trust on value-added trade and GVC cooperation. Second, it thoroughl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mutual trust on the real trade gains of exports, identifies the source of trade gains, and

analyzes the mechanism. Third, it uses global multi-country samples for analysis, which makes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at is mainly aimed at a single country or a few countries.

Key words:  political mutual trust； global value chain； value-added trade； GVC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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